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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利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我国２６０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
样本，分析了行政垄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工业污染减排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
（１）城市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２）生产性服务
业的集聚发展有利于促进城市工业污染减排，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Ｊａｃｏｂｓ外
部性和Ｐｏｒｔｅｒ外部性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的融合、互补与竞
争有助于促进技术溢出效应进而减少城市工业污染排放；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性服务企业与
制造业企业之间投入产出关联的市场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可以作用于城市工
业污染减排。（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还有助于扭转行政垄断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的抑制性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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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２０１０》表明，２０１０年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达到１５　３８９．５亿元，占当年ＧＤＰ 的３．５％。仅以

ＰＭ１０为核算因子，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我国因空气污染导致的早死人数达到３５－５０万人，造成的健康经济损失占总ＧＤＰ 的

０．８％－１％。

一、引　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上升的阶段，环境污染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
损失和社会成本。①可以说，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瓶
颈”，如何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同步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也日益成为社会热点。Ｍｅａｄｏｗｓ等
（１９７２）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指出，自然资源禀赋的约束迫使经济增长难以长期持续，为避
免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必须有效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即“增长极限说”。随着统计数据的完
善，相关研究却发现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
“倒Ｕ 形”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ＥＫＣ）。不同于“增长极限说”所提出的“经济增长不
可避免地损害环境”的观点，ＥＫＣ假说认为，在技术和环境支出可变的条件下，随着产业结
构的调整、环保观念的普及、环境规制的加强，以及清洁生产技术的使用和环保投入的增加
等，早期因经济发展水平限制而导致的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将得到有效遏制。但后续研究
陆续发现ＥＫＣ存在较大的统计缺陷，且在“倒Ｕ 形”曲线背后可能隐藏了更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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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得人们开始怀疑ＥＫＣ的存在性，并重新思考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陆
旸（２０１２）从统计方法、指标选取、技术的双向影响、拐点出现的时间以及污染转移等方面综
述了ＥＫＣ所存在问题，并指出在开放条件下，通过国际贸易与ＦＤＩ，环境污染可能因产业
分工而发生国际转移，即“穷国”因生产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而加大国内环境污染，“富国”
因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成为污染品的净进口国。这就表明当一国收入越过一定的
“阈值”时，国际分工将导致发达国家制造业占ＧＤＰ 比重下降，产业污染强度将发生国际转
移，污染工业的生产和贸易格局也会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

　　中国在早期工业化阶段，由于过度依赖非清洁能源和单向的废旧物资处理模式，粗放式
发展的重化工业严重损害了自然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２０１０）。为打破保
增长、促减排这一“两难”格局，我国致力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特别是加快服务业与高
技术产业的发展（谭娟和陈晓春，２０１１）。在理论研究方面，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产业
结构对经济低碳发展的影响以及我国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现实路径（陈诗一等，２０１０；涂正
革，２０１２）。涂正革（２０１２）在考察了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我国八大行业部门碳排放量的总体趋势
及特征后发现，经济结构的重型化，特别是制造业比重提高是导致碳排放总量增加的重要因
素。但也有学者指出工业化并不一定导致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相反从发达国家环境污染
治理的经验来看，中国只有积极发展工业才能应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金碚等，２０１１）。总的
来说，现有文献认为工业结构调整主要通过深化加工、延伸产业链条或利用产业互动、推动
生产技术创新这两种途径实现绿色增长。而加强产业间良性互动比单纯降低制造业占比更
能抑制环境恶化。

　　纵观已有研究，首先，相关文献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助于改善环
境质量，但现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是导致二三产业互动不足，进而阻碍制造业技术升
级与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原因。随着经济服务化趋势的加快，我国制造业企业使用的服务
中间投入占比逐渐上升，从理论上看，这虽然有利于推动经济绿色增长，然而在“世界工厂”
定位下，国际代工模式和服务业ＦＤＩ对我国生产性服务发展却形成了双重挤压（江静和刘
志彪，２０１０），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且与制造业互动不足，进而难以发挥产业结
构升级的减排效应（余泳泽，２０１１）。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生产性服务业长期面临较
为突出的行政垄断问题，其发展受到政企不分、多头管理和准入歧视等体制因素的制约（郭
怀英，２０１０），然而这是否也会阻碍产业互动，制造业技术升级和环境质量改善，现有研究鲜
有涉及。因此，本文从行业行政垄断的视角来审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对工业减排的影
响。

　　其次，生产性服务业因知识密集的特点往往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性，在发展初期还会
因产业互动的需要临近制造业集聚区，因此在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对环境的影响时有必要考
虑集聚特点的影响。现有研究关于产业集聚是否能降低环境污染仍存在分歧，主要形成了
以下三种观点：一是集聚加剧了污染，其出发点是集聚带来了能源消费需求增加与产能扩
张，致使地区的环境污染加剧（Ｖｉｒｋａｎｅｎ，１９９８）；二是集聚缓解了污染，其原因是集聚的外部
性有利于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以生产过程的节能降耗，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陆铭等，

２０１４）；三是污染与集聚存在非线性关系，如李伟娜等（２０１０）发现制造业集聚与大气污染存
在Ｎ 形曲线关系。

　　总体来说，研究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机制的相关文献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多侧重
于从制造业集聚层面对污染展开研究，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研究不足，未明确区分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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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的差异，也未探究集聚效应的具体来源。第二，多数研究认
同集聚影响污染的机制来自技术溢出效应和空间规模经济效应，但对城市空间维度及城市
异质性的集聚效应考察不够深入，也未能从理论与实证上系统研究两者在同一框架下的影
响效果。第三，多考虑单一污染物而非多样来源的现实污染物，且多是选取空间尺度大且内
部差异性大的省级层面数据而非更能刻画空间污染真实状况的城市数据，这都有可能对实
证结果的解读造成偏误。第四，多数研究从产业层面研究对污染的影响，对转型时期中国体
制性障碍的作用机制分析不足。有鉴于此，本文利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我国２６０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为样本，基于城市异质性，系统探讨了转轨时期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对城市工
业污染减排的影响，并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的作用及内在机制。

二、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一）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与城市工业污染排放

　　行政垄断是指公共权力部门运用公共权力对市场竞争的限制、排斥、支配与妨碍（于良
春，２００８），它会致使竞争机制受到压制，资源配置效率被扭曲，进而导致地方保护及市场分
割，最终侵害市场竞争秩序与产业效率。Ｅｓｋｅｌａｎｄ和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０３）、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５）、

Ｌｅｔｃｈｕｍａｎａｎ和Ｋｏｄａｍａ（２０００）等认为，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是影响环境效应的重要因素。
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对城市污染排放影响的基本逻辑为：在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下，市
场准入壁垒很高，价格管制较为严格，产权结构相对单一，容易滋生寻租和腐败，从而限制了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经济的形成，最终阻断了生产
性服务中间投入对清洁生产过程的“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双重减排机制。一方
面，行业垄断导致可供选择的服务中间投入品种减少、品质降低和生产成本增加，并基于投
入产出关联波及下游的制造业，即“涟漪效应”，抑制了制造业企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生产效率
的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对高物化投入、高污染排放的粗放增长模式形成锁定效应，不能促
使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部门向低耗能低污染的部门转移（原毅军和贾媛媛，２０１４），阻碍了产业
结构的“去污染化”，影响了能源效率和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林伯强和杜克锐，２０１３），从而
加剧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恶化。另一方面，行政垄断也妨碍了产业内或产业间资源与技术的
自由流动、合作共享、优化配置，限制了提供污染防控技术与环保服务方案等“环境友好型”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当前工业污水、废气及固体废物等污染治理服务项目的行政审批严
格，进入门槛较高，国有企业占比很高，脱硫设施公开招标项目会隐性地以特许经营或委托
经营的形式给企业内部子公司或国有企业运作，并未真正向社会化的企业开放，非国有企业
难以真正逾越行政垄断的障碍而自由进入或退出。这严重制约了污染治理等生产性环保服
务行业的发展，也损害了非国有企业进行环保研发和技术投资的积极性与效率，使得污染防
控技术与服务的发展相对滞后，无法为制造业企业的清洁生产过程提供更多专业化、质美价
廉的环保技术与服务，进而对城市污染治理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研究假说１：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抑制了城市工业污染减排。

　　（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工业污染排放

　　基于外部性理论，本文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技术、市场和竞争外的约束促
进了城市工业污染减排，具体分析如下：

　　１．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技术溢出效应与城市工业污染排放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技术经济外部性来源于同一产业的专业化集聚或多个产业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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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集聚，其作用机制为：一方面，地理上的接近性与产业的互补性，使得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
增强企业间技术合作与交流，“面对面交流”使“干中学”得以实现，并可就近通过社会网络获
取异质性知识或资源，降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在生产性服务的提供过程中，需不断强化
人力资本与知识技术的投入，发挥知识在“集体学习”过程中的溢出效应，实现知识创造、积
累与扩散，促进生产性服务分工深化、价格降低、服务种类增加及质量提升。而生产性服务
中间投入可通过高级生产服务嵌入到制造业生产活动与价值链中，有助于提升人员素质，促
进生产环节向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两端延伸，推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通过改变投入
方式，即使用更多的节能环保生产技术及服务投入替代物质能源消耗，更多地依赖研发设
计、第三方物流、融资租赁、信息技术服务等服务要素作为中间投入，进而实现生产过程的技
能减排与环境友好。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尤其是环保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污染治
理外包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多样化选择，激励企业从自行治污转向外包治污，购买专业优、规
模化及网络化运营的第三方治理服务，不仅可使企业专注于核心业务与竞争力的提升，也极
大地提升了污染治理效果。而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扩大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性服
务业尤其是环保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实现“装备制造商→环保设施运营服务商→环境综合服
务商”的升级路径，形成污染治理外包的良性循环。

　　研究假说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促进城市工业污染减排。

　　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规模经济效应与城市工业污染排放

　　垂直关联模型（Ｋｒｕｇｍａｎ和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１９９５；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１９９６）认为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
前后向关联效应将促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中于同一区位。根据市场容量决定社会分
工的原理，生产性服务业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部门进一步的专业化分
工，驱使生产性服务业不断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与种类的不断扩
张，使其自身成为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独立产业部门。Ｅｓｗａｒａｎ和Ｋｏｔｗａｌ（２００２）认为，服
务部门的扩张主要表现在服务分工深化和服务种类的增加，通过促进专业化和分工深化、降
低投入到制造业的中间服务的成本来促进制造业发展。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有助于深化带动分工，进而使生产性服务业成为产业之间的润滑剂，通过上下游产业
的投入产出链接，能够更好地发挥各个企业的比较优势，从而形成纵向与横向的协作，产生
规模经济效应与范围经济效应，这不仅有利于下游厂商便捷地获得质美价廉、品种多样的中
间服务品，降低其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还有助于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整个经济部门产生协
同效率和累积因果关系（Ｐｕｇａ，１９９９），促进规模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优化要素
投入结构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城市环境质量。随着产业集聚协同发展的深化与融合，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彼此依赖的程度会逐步加深，生产性服务业逐渐渗透到制造企
业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中，促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及生产过程的低碳清洁。

　　研究假说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促进城市工业污染减排。

　　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行政垄断“环境抑制性”效应的调节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可通过改变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产
生抑制性作用。然而，公权部门行为可能受制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就是
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那么，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更高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
对工业污染减排的负向偏效应是否会有所减弱呢？根据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不完全
竞争三个假设，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如果经济中的某种扰动导致区域市场规模扩大，就会引起
生产要素向该区域集中和区域供给能力增强，产生市场扩大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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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出现产业自我集聚循环累积因果效应（陈建军等，２００９）。生产性服务业在既定空间集
聚产生的自我集聚，有利于加强产业之间的优胜劣汰竞争机制和投入产出联系，形成关系邻
近与地理邻近之间循环因果关系，集聚产业可通过更紧密的契约合作关系、采用更互补的环
保技术及更匹配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显著的技术外部性，通过分享效应、匹配效应、学习效
应（Ｄｕｒａｎｔｏｎ和Ｐｕｇａ，２００４）的发挥，促进信息扩散与知识交流，降低行政垄断所导致的信
息不对称与知识隔离，纠正要素价格的扭曲与市场的非整合状态。集聚企业之间“抱团合
作”也更有利于跨越行政垄断带来的较高的进入门槛和投资障碍，通过资源共享与互相担保
提高抗风险能力，各城市制造业企业也能更便捷地从邻近生产性服务集聚区获取所需的生
产性服务中间品，包括污染防控技术与解决方案，建立更为高效清洁的投入—产出联系，减
少物化投入与消耗，使制造业尤其是重污染制造业的高消耗、高排放的产业结构得以转型升
级，最终减少工业污染排放。

　　研究假说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缓解行政垄断对城市工业污染的“抑制性”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还存在地理异质性特征，城市规模和地域分布差异将影响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对城市工业污染的作用效果。已有研究多数认为，城市集聚水平与集聚的污染效
应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分异趋势（陆铭等，２０１４），大中城市、东部沿海发达城市污染总量相对
较大，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较高，集聚的环境效率明显高于小城市和中西部城市。

　　研究假说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减排的作用随城市规模和地区差异而出现分布
差异。

三、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建立如下基本模型：

ｌｎ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α０＋α１ｌ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ｔ＋α２ａｍｉｔ＋αｎＸｎ
ｉｔ＋μｉｔ

其中，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是被解释变量工业污染物排放水平，ｃｌｕｓｔｅｒ是产业聚集水平，ａｍｉｔ是行政垄
断程度，Ｘｎ 是其他控制变量，μ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根据空间集聚理论，产业空间集聚规模主要通过产业的投入产出关联影响企业治污效
率以及城市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城市环境质量。但若产业集聚出现拥挤效应时，将极大地增
加城市的生产要素成本，并降低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损害城市环境质量。因此，产业集聚与
城市工业污染排放间可能会存在二次函数关系，为此在模型中引入集聚二次项：

ｌｎ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α０＋α１ｌ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ｔ＋α２（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ｔ）２＋α３ａｍ＋αｎＸｎ
ｉｔ＋μｉｔ

　　根据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陈建军（２００９）等的研究，不同行业产业集聚形成的动因与效应
存在显著差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是基于厂商间知识与技术的溢出效应，而制造业集
聚主要是基于原材料产地和劳动力市场共享，上述两种集聚效应都可能会影响到城市工业
污染减排，并存在差异性。因此，借鉴Ｇｕｉｍａｒｅｓ（２０００）的研究框架，在分析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时还纳入了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模型变为：

ｌｎ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α０＋α１ｌｎ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ｔ＋α２（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ｔ）２＋α３ｌｎｍ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ｔ
＋α４（ｍ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ｔ）２＋α５ａｍ＋αｎＸｎ

ｉｔ＋μｉｔ
　　为了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技术溢出效应对城市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实证模型设为：

ｌｎ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ｉｔ＝β０＋β１ｌｎ　ＭＡＲｉｔ＋β２ｌｎＰｏｔｅｒｉｔ＋β３Ｊａｃｏｂｓｉｔ＋βｎｌｎＸ
ｎ
ｉｔ＋ηｉｔ

　　基于此，进一步讨论产业集聚对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影响城市工业污染排放的调节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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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参照Ｌｏｐｅｚ（２０１１）等的研究，在实证模型中加入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与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与制造业集聚的交叉项作为调节变量，将模型改为：

ｌｎ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α０＋α１ｌｎ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ｔ＋α２（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ｔ）２＋α３ｌｎｍ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ｔ＋α４（ｍ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ｔ）２

＋α５ａｍ＋α６ａｍ×ｓｃｌｕｓｔｅｒ＋α７ａｍ×ｍｃｌｕｓｔｅｒ＋αｎＸｎ
ｉｔ＋μｉｔ

ｌｎ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α０＋α１ｌｎ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ｔ＋α２（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ｔ）２＋α３ｌｎｍ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ｔ＋α４（ｍ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ｔ）２

＋α５ａｍ＋α６ａｍ×ＭＡＲ（Ｊａｃｏｂｓ，Ｐｏｒｔｅｒ）＋αｎＸｎ
ｉｔ＋μｉｔ

　　（二）变量测度及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

　　城市工业污染排放（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本文分别选取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作为工业废水排放（ｗａｔｅｒｐ）、工业废气排放（ａｉｒｐ）及工业废物（ｗａｓｔｅｐ）
的代理指标，①借鉴张宇等（２０１４）的做法，以ｉ城市第ｔ年的某种工业污染物排放除以ｉ城
市第ｔ年的工业ＧＤＰ，表示城市某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水平或污染排放强度。

　　２．核心解释变量

　　（１）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ｓｃｌｕｓｔｅｒ）：借鉴Ｋｏｏ（２００７）及韩峰（２０１４）等的方法，②

以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密度与全国生产性服务业总就业的比值表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

聚水平ｇｖｓ＝ｌｊｓ／（ｌＣｓＳｊ），Ｓｊ 为该市辖区建成区面积，ｌｊｓ为城市某生产性服务业就业量，ｌＣｓ
为全国生产性服务业就业量，该指标同时考虑了生产性服务活动在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分布

方式。ｚｍｓ和ｚ
－

ｍｓ分别为单位最终产出对某一中间服务行业和全部中间服务行业的完全消耗

系数，计算步骤为：首先根据各年行业标准和城市分行业就业统计口径对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０年投入产出表进行拆分、合并和估算，得到１９个行业基本流量表；其次利用
插值法补齐缺失年份表格，计算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直接消耗系数表；最后根据公式 Ψ＝
（Ｉ－Ａ）－１－Ｉ计算各年完全消耗系数表。其中，Ｖ 为城市数，δ为距离衰减参数，设为１。

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ｊ＝∑
Ｖ

ｖ＝１
∑
ｓ
ｇｖｓ
ｚｍｓ

ｚ
－

ｍｓ

烄

烆

烌

烎
×ｄｊｖ －δ

熿

燀

燄

燅
　　（２）制造业集聚水平（ｍｃｌｕｓｔｅｒ）：参照Ｄｏｎｏｇｈｕｅ和Ｇｌｅａｖｅ（２００４）的做法，选取区位熵来
衡量城市制造业集聚水平，以消除城市规模的差异，真实反映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ｉ城市

ｒ产业制造业区位熵ｍｃｌｕｓｔｅｒ的测算公式为：

ｍｃｌｕｓｔｅｒ＝（ｌｉｒ／∑ｉｌｉｒ）／（∑ｉｌｉｒ／∑ｉ∑ｒｌｉｒ）

其中，ｌｉｒ表示ｉ城市ｒ产业的就业人数，本文采用制造业区位熵来表示制造业的集聚。

　　（３）产业协同集聚水平（ｃｏｃｌｕｓｔｅｒ）：本文参考陈国亮和陈建军（２０１１）的方法，根据产业
集聚的区位熵指标，使用产业聚集指数的相对差异来表示产业协同集聚水平：

ｃｏｃｌｕｓｔｅｒ＝１－ ｃｌｕｓｔｅｒｒ－ｃｌｕｓｔｅｒｍ ／（ｃｌｕｓｔｅｒｒ＋ｃｌｕｓｔｅｒｍ）
其中，ｃｌｕｓｔｅｒｒ、ｃｌｕｓｔｅｒｍ 分别为ｒ产业和ｍ 产业的区位熵。该指标数值越大，则说明生产性
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越高。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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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工业污染在现实中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废物污染等。许和连和邓玉萍（２０１２）使用熵权法，基于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废气排放量等六种污染物数据计算了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王锋和冯根福（２００８）仅将ＣＯ２和ＳＯ２排放量纳入ＥＤＡ 方法
进行测算，但这样处理就无法更好地观察到各种污染物之间丰富的异质性特征。

常用的产业集聚指标包括基尼系数、艾萨德系数、赫芬达尔系数与泰尔指数及 γ^指数，基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难以
运用上述方法来测度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



　　（４）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程度（ａｍ）：本文借鉴保健云（２００８）的方法①构建衡量城市生
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的指标ａｍｉｔ。

ａｍｉｔ＝１／ＸｉｔＹｉｔ，Ｘｉｔ＝
ｌｓｔ
ｌｔ
－
ｌｉｓｔ
ｌｉｔ

，Ｙｉｔ＝
ｌｉｓｔ
ｌｉｔ
／ｌｓｔ
ｌｔ

其中，Ｘｉｔ等于城市城镇单位生产性服务业占该城市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总数比重减去全国城
镇单位生产性服务业占全国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总数比重后，得到的差值的绝对值，即Ｋｒｕｇ－
ｍａｎ产业结构趋同指标；②Ｙｉｔ为城市城镇单位生产性服务业占该城市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总
数的比例与全国城镇单位生产性服务业占全国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总数的比例之比，表示城
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中化与Ｈｏｏｖｅｒ专业化程度。ａｍｉｔ越大，表明城市生产性服务业行政
垄断程度越高。

　　（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技术效应

　　产业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同一产业内聚集效应和不同产业间的聚集效应，与市场竞争
程度相关。生产性服务业聚集技术效应主要包括ＭＡＲ、Ｊａｃｏｂｓ及Ｐｏｒｔｅｒ外部性。参考王
海宁和陈媛媛（２０１０）、杨仁发（２０１３）的方法，假设竞争程度与外部性效应的函数关系为：

ＭＡＲ＝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Ｊａｃｏｂｓ＝ｃｏ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ｏｒｔｅｒ＝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杨仁发（２０１３）借鉴Ｆｅｌｄｍａｎ和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１９９９）的方法，采用（ｒ城市ｉ产业企业数量／

ｒ城市ｉ产业增加值）／（全国ｉ产业数量／全国ｉ产业增加值）的方法来测算市场竞争程度。
但由于城市规模以上企业的界定标准在２０１１年发生了调整，而本文的数据范围是２００３－
２０１２年，所以该方法不适用于本文。③ 为此，根据张杰等（２０１２）对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报酬
的研究，企业竞争程度与劳动报酬之间呈现出显著正向关系，越是竞争程度强的行业，企业
劳动报酬相对越高，这也说明打破垄断，促进企业市场竞争程度的提升，能带来劳动报酬的
提升。为此，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与研究的可行性考虑，本文采用城市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指标
来作为城市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的代理变量。

　　３．其他控制变量：（１）本地市场规模（ｌｏｃａｌｍｓ）：利用各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衡
量本地市场规模；（２）城市人力资本（ｅｄｕ）：使用城市每万人拥有的大学生人数来衡量城市
人力资本水平；（３）城市对外开放度（ｏｐｅｎｅｓｓ）：采用城市ＦＤＩ占ＧＤＰ 比重来衡量城市对外
开放度；（４）城市基础设施（ｉｎｆｒａ）：以城市道路面积来衡量城市的基础设施；（５）城市经济发
展水平（ｇｄｐ）：本文以城市人均ＧＤＰ 来表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并将人均ＧＤＰ 二次项纳
入实证方程，以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ＥＫＣ）的存在性。

　　（三）数据来源说明

　　在删除数据严重缺失的城市后，选取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２６０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进行
分析，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和《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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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程度的测算，于良春等（２００９）从制度、结构、行为、绩效等方面构建了中国地区性行政
垄断三级指标体系，张卫国（２０１１）等使用市场分割指数也即相对价格方差的变化区间来反映地区性行政垄断的水平。

Ｋｒｕｇｍａｎ值越大，表明该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与全国的差异化程度越高、趋同化程度也就越低，地方政府对
生产性服务业实施行政垄断的可能性与积极性越低；Ｈｏｏｖｅｒ值越高，表示该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化与专业化程度也越
高，地方政府对生产性服务业实施行政垄断的可能性与积极性越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规定，从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纳入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的工业企业起点标准从年主营业务收入

５００万元提高到２　０００万元。根据该标准运用城市层面的数据进行测算，发现从２０１１年起市场竞争程度的指标从整体上发
生了大幅的下降，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市场竞争程度确实发生了上述变化。



年）》。

四、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与城市工业污染排放的估计结果

　　表１报告了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对城市工业污染排放影响的估计结果。首先使用面
板数据的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初步的实证估计，怀特检验结果Ｐ 值等于０．００，强烈拒绝同方
差的原假设，存在异方差。为了克服异方差，除了使用稳健标准误ＯＬＳ进行回归外（表１的
（１）、（３）、（５）），还使用ＷＬＳ估计对异方差进行了修正（表１的（２）、（４）、（６））。可见，对于
以三种污染物排放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仍保持相对
一致性，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１　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与城市工业污染排放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ｌｎｗａｔｅｒｐ 被解释变量：ｌｎａｉｒｐ 被解释变量：ｌｎｗａｓｔｅ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ａｍ　 ０．０７６＊＊＊（５．８６） ０．０７３＊＊＊（５．７５） ０．０９９＊＊＊（５．２５） ０．０９８＊＊＊（５．６５） ０．１００＊＊＊（４．９８） ０．０９９＊＊＊（５．１２）

ｌｎｇｄｐ　 ０．４５３＊＊（０．９３） －０．１８４（－０．３８） １．１８０＊＊＊（３．５８） １．５３９＊＊＊（３．７５） １．１０１＊＊＊（２．５４） １．２７３＊＊＊（２．９２）

（ｌｎｇｄｐ）２ －０．０６０＊＊（－２．４２） －０．０２８（－１．１１） －０．０９０＊＊＊（－５．３３） －０．１０９＊＊＊（－５．２２） －０．０９６＊＊＊（－４．３２） －０．１０５＊＊＊（－４．６７）

ｌｎｏｐｅｎｅｓｓ　 ０．１５２＊＊＊（１０．１８） ０．１５７＊＊＊（１０．６８） －０．０７２＊＊＊（－３．６１） －０．０７０＊＊＊（－３．５９） －０．１０１＊＊＊（－４．５９） －０．０９７＊＊＊（－４．５３）

ｌｎｌｏｃａｌｍｓ －０．１３１＊＊（－２．１０） －０．１５６＊＊（－２．５１） －０．６３５＊＊＊（－６．８１） －０．６７８＊＊＊（－７．５３） －０．６２３＊＊＊（－５．８５） －０．６３２＊＊＊（－６．２５）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０５（－０．２５） －０．００１（－０．０２） －０．０３３（－１．４２） ０．００４（０．８７） －０．０３８＊＊＊（－１．３８） ０．０１１（０．３７）

ｌｎｉｎｆｒａ －０．００２（－０．７９） －０．０３１（－１．０６） －０．０７３＊（－１．９６） －０．０８７＊＊（－２．３５） －０．１１３＊＊＊（－２．６１） －０．１７８＊＊＊（－４．０４）

ｃｏｎｓ　 ４．８９６＊＊（２．００） ８．０７３＊＊＊（３．２７） １．７０７（１．０２） ０．０６６（０．０３） ２．３８４（１．１０） １．９３９（０．９０）

Ｒ２　 ０．３５　 ０．３６　 ０．２９　 ０．３３　 ０．３６　 ０．４０

　　注：系统ＧＭＭ 估计采用“ｘｔｄｐｄｓｙｓ”程序完成；圆括号中系统ＧＭＭ 估计为Ｚ统计值，其他估计方法为ｔ

统计值，方括号中为统计量的伴随概率；＊＊＊，＊＊和＊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重点考察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对城市工业污染排放的作用，可
见修正了异方差后Ｒ２的值得到了改善。对三种污染物而言，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均显著
为正，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产生了抑制性作用。在生产性
服务业行政垄断下，相关的体制机制与政策安排如准入机制、行政监管、定价机制仍带有浓
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的
自由竞争，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约化程度及竞争力水平，导致可供选择的服务中
间投入品、环保技术及解决方案种类减少、品质降低和成本增加，并基于“涟漪效应”波及下
游的制造业（周念利，２０１４），这既不利于服务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尤其是重污染产业的产业结
构向低排放、低污染的清洁模式转变发挥诱导作用，也不利于发挥污染防控技术与服务解决
方案等技术溢出对生产过程的清洁效应，城市污染减排的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双重机制失
效，从而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产生抑制性的作用。

　　（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与城市工业污染排放的估计结果
表２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与城市工业污染排放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ｌｎｗａｔｅｒｐ 被解释变量：ｌｎａｉｒｐ 被解释变量：ｌｎｗａｓｔｅ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ｓｃｌｕｓｔｅｒ －０．３１５＊＊＊（－３．６６） －０．３２４＊＊＊（－３．８４） －０．５８６＊＊＊（－３．８４） －０．６２１＊＊＊（－４．１１） －０．２６９＊（－１．７９） －０．３１１＊＊（－２．１７）

ｌｎｍｃｌｕｓｔｅｒ　 ０．６１８＊＊＊（１０．２５） ０．５６７＊＊＊（７．１７） －０．０５３（－０．６８） －０．４６９＊＊＊（－４．７３） －０．３１６＊＊＊（－３．６２） －０．６６４＊＊＊（－６．１８）

（ｌｎ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２ －０．０５５＊＊＊（－４．３９） －０．０４７＊＊＊（－３．８３） －０．０９９＊＊＊（－４．５３） －０．０９４＊＊＊（－４．３４） －０．０１６（－０．７２） －０．００９（－０．４４）

（ｌｎｍｃｌｕｓｔｅｒ）２　 ０．２１０＊＊＊（４．４８） ０．２６０＊＊＊（５．４６） ０．０３１（０．５８） ０．０８６＊（１．６７） －０．０１８（－０．２６） ０．０２７（０．４５）

ｌｎｇｄｐ －０．１２２（－０．２６） ０．５０９（１．１５） １．３０６＊＊（３．５２） １．６４８＊＊＊（４．０２） ０．７６０（１．３４） １．２１０＊＊（２．４１）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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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与城市工业污染排放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ｌｎｗａｔｅｒｐ 被解释变量：ｌｎａｉｒｐ 被解释变量：ｌｎｗａｓｔｅ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ｇｄｐ）２ －０．０３２＊＊＊（－１．３７） －０．０６７＊＊＊（－２．９５） －０．０９９＊＊＊（－５．１９） －０．１１７＊＊＊（－５．６１） －０．０８３＊＊＊（－２．８７） －０．１０８＊＊＊（－４．１９）

ｌｎｏｐｅｎｅｓｓ　 ０．１１３＊＊＊（７．６４） ０．１００＊＊＊（６．６５） －０．０４５＊＊（－２．１２） －０．０６０＊＊＊（－２．９１） －０．０３７＊（－１．６７） －０．０５６＊＊＊（－２．６２）

ｌｎｌｏｃａｌｍｓ －０．１４７＊＊（－２．４４） －０．２７５＊＊＊（－４．１３） －０．５７６＊＊＊（－６．８８） －０．７５９＊＊＊（－８．３０） －０．５１６＊＊＊（－５．５８） －０．７１２＊＊＊（－６．９８）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０９（－０．５１） ０．０１０（０．５１） －０．００３（－０．１３） －０．００２（－０．０６） ０．０６１＊＊（２．０１） ０．０６５＊＊（２．１７）

ｌｎｉｎｆｒａ －０．０５１＊（－１．７６） －０．１００＊＊＊（－３．１９） －０．０９１＊＊（－２．４２） －０．１４４＊＊＊（－３．８４） －０．２１７＊＊＊（－４．９５） －０．２８６＊＊＊（－６．５０）

ｌｎａｍ　 ０．００７（０．４７） ０．０１０（０．５２） ０．０１５（０．７４）

ｌｎａｍ×ｌｎｓｃｌｕｓｔｅｒ －０．１４６＊＊＊（－７．５０） －０．２０８＊＊＊（－７．６３） －０．２６２＊＊＊（－９．５３）

ｌｎａｍ×ｌｎｍｃｌｕｓｔｅｒ －０．０４４＊（－１．７０） －０．２１６＊＊＊（－６．３４） －０．１８４＊＊＊（－５．２０）

ｃｏｎｓ　 ７．３８８＊＊＊（３．１３） ４．６１２＊＊（２．０８） ３．２６６９＊（２．０１） －０．８８２（－０．４４） ４．５７４（１．６３） ３．７４９（１．１２）

Ｒ２　 ０．４０　 ０．４２　 ０．３２　 ０．３６　 ０．４０　 ０．４４

　　从表２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的参数在各模型中均显著为负，且二次项系数
也显著为负，表明城市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投入产出关联对城市工业污染排放产生了
积极的空间规模经济效应。一方面，城市间制造业部门的密切互动可为生产性服务业创造
巨大的市场需求，有利于环保技术及解决方案等中间服务品生产实现规模经济，为制造业企
业提供“润滑剂”和更多可供选择的服务中间品。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特
点，通过其专业化分工的广度（服务门类或种类）与深度（服务的质量与效率），以及规模报酬
递增降低制造业部门的生产成本（Ｍａｒｋｕｓｅｎ，１９８９），促进制造业分工深化和专业化水平提
高（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１９９０ａ），推动了生产效率提升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另一方面，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较高的城市，其相互之间的技术外溢效应
作用明显，制造业价值链得到明显的提升，激励其使用更高级的生产要素来替代资源型要
素，进而减少了资源能源的消耗和污染物排放。这与陆铭等（２０１４）的研究不谋而合。他们
认为，考虑到污染物质的排放与治理具有规模经济的性质，产业的空间集聚将会成为控制污
染物排放强度的重要机制。可见，我国多数城市产业之间已建立起生产性服务链接的供应
链体系，并通过这一供应链体系形成了城市环境质量优化的协同效应。

　　如表２所示，引入交叉项后，对比表１可知，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对城市工业污染排
放的系数由正显著变为正不显著，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的
交叉项显著为负，说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有助于弱化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对城
市工业污染减排的“抑制性”效应。① 这一结果意味着，我国企业在组织生产时，逐渐形成了
依靠生产性服务连接与协调的供应链体系，增强生产性服务企业与制造业企业之间的投
入—产出关联（裴长洪，２０１１；韩峰等，２０１４），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规模经济效
应，降低行政垄断对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等要素自由流动的阻隔，有利于改善企业生产性服
务中间投入的规模与质量，进而实现治污服务外包，促进城市污染减排。②

　　同时，为了进一步验证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还从城市人口规模、地区分布与工具变量、

ＩＶ 估计等视角进行了稳健性检验。③ 结果发现，从整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对城
市工业污染减排具有“抑制性”效应，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基于市场外部性与产业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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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的交叉项显著为负，说明制造业集聚也有助于缓解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对城
市工业污染减排的“抑制性”效应，但其作用大小及显著性均不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

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制造业集聚、人均ＧＤＰ 与城市工业污染整体上呈现“倒Ｕ 形”关系，而本地市场份额、城市基础
设施等的优化会对城市污染减排产生促进作用，因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限于篇幅，此处未详细报告稳健型检验的结果，备索。



关联效应，有助于缓解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对环保技术、环保服务等中间投入品等要素自
由流动的阻碍，进而降低了城市工业污染排放水平。从异质性视角而言，大中型城市、东部
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对城市环境质量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小城市和中西部城

市，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规模经济效应在东部地区比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这
是因为，大中城市、东部沿海城市之间联系更为密切、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更明显，因而
各城市能从邻近城市便捷地获得所需的生产性服务品，而小城市、中西部地区由于城市分
散、基础设施差，城市间生产性服务业与最终经济部门的投入—产出联系不及东部地区。

　　（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技术溢出效应与城市工业污染排放的回归结果

　　进一步地，本节将 ＭＡＲ、Ｊａｃｏｂｓ和Ｐｏｒｔｅｒ外部性效应及其与行政垄断交叉项ＡＭ、

ＡＪ、ＡＰ 依次加入到模型中，讨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技术溢出效应对城市工业减排的作用。

　　如表３，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同集聚的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对城市污染物排放水平的作
用均为负显著，这表明，当前在制造业集聚水平较高与竞争程度较强的城市，产业实现了多
样化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实现了协同发展与多样化融合，尤其是互补性和关联性强
的产业。企业间的邻近有利于企业间频繁的知识接触与交流，极大地便利了知识的传播与
吸收，激发不同知识企业之间的创新碰撞，更有利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促进产业创新。
同时，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趋强，有利于互补企业之间的知识溢出，为创新带来了丰富的知
识供给，包括互补性知识、差异化知识及竞争性知识等。促进区域内的产业创新（彭向和蒋
传海，２０１１），促进了城市环保技术水平、企业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最终提升了城
市环境质量。而且，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与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

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效应有助于推动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的产业融合与协同效应，扭转了生产性
服务业行政垄断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的抑制性效应，进而降低了城市工业污染排放水平。

　　Ｐｏｒｔｅｒ外部性效应对城市污染排放水平的系数整体上为负相关，且系数较大，这说明当
前在产业集聚水平较高与竞争程度较强的地区，迫于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企业在技术创新方
面投入了大量的Ｒ＆Ｄ 经费与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较高，这有利于促进知识与技术溢出效应
的发挥，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促进城市环保技术的创新与环保管理经验的吸收，推动了产业
结构升级，最终提升了城市环境质量。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与Ｐｏｒｔｅｒ外部性效应的交叉项
系数为负相关，表明Ｐｏｒｔｅｒ外部性效应有利于推动城市同一产业的集聚与竞争，缓解生产性
服务业行政垄断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的抑制性效应，进而降低了城市工业污染排放。

　　ＭＡＲ 外部性对城市工业废水排放的作用为正显著，对工业废气排放的作用为负显著，
对工业废物排放的作用为负但不显著。相较Ｊａｃｏｂｓ显著的负外部性，ＭＡＲ 外部性的效果
不那么明显，这说明在产业集聚水平较高与垄断性较强的地区，知识与技术的溢出效应还存
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从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与ＭＡＲ 的交叉项来看，其系数为正不显
著，表明ＭＡＲ 外部性效应未得到充分发挥，对同一产业内集聚企业间的知识和技术的溢出
效应作用还不够，未能扭转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的抑制性效应。

表３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技术溢出效应对城市工业污染排放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ｌｎｗａｔｅｒｐ 被解释变量：ｌｎａｉｒｐ 被解释变量：ｌｎｗａｓｔｅ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ｌｎＰｏｔｅｒ －０．１１＊＊（－２．４） －０．０５（－０．９） －０．２２＊＊＊（－３．４）

ｌｎ　ＭＡＲ　 ０．０９＊＊（２．５）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１（－０．２）

ｌｎＪａｃｏｂｓ －０．３４＊＊＊（－４．９） －０．３９＊＊＊（－４．５） －０．４８＊＊＊（－４．９）

ｌｎｇｄｐ　 ０．４１（１．２） ０．４８（１．４） ０．４２（１．２） １．１２７＊＊＊（２．６） １．２１＊＊＊（２．９） １．１５＊＊（２．７） ０．９１＊（２．０） １．０１＊（２．１） １．０２＊（２．１）

（ｌｎｇｄｐ）２ －０．０６＊＊＊（－３．３）－０．０６＊＊＊（－３．４）－０．０５＊＊＊（－３．０）－０．０９＊＊＊（－４．０）－０．０９＊＊＊（－４．１）－０．０８＊＊＊（－３．７）－０．０８＊＊＊（－３．４）－０．０９＊＊＊（－３．９）－０．０８＊＊＊（－３．４）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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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技术溢出效应对城市工业污染排放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ｌｎｗａｔｅｒｐ 被解释变量：ｌｎａｉｒｐ 被解释变量：ｌｎｗａｓｔｅ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ｌｎｏｐｅｎｅｓｓ　 ０．１５＊＊＊（１１．５） ０．１５＊＊＊（１１．０） ０．１５＊＊＊（１１．１） －０．０７＊＊＊（－４．３）－０．０８＊＊＊（－４．６）－０．０８＊＊＊（－４．８）－０．１０＊＊＊（－５．６）－０．１０＊＊＊（－５．１）－０．１１＊＊＊（－５．７）

ｌｎｌｏｃａｌｍｓ －０．１２＊（－２．１） －０．１１＊（－１．８） －０．０９（－１．５） －０．６３＊＊＊（－８．６）－０．６１＊＊＊（－８．２）－０．５８＊＊＊（－７．９）－０．６０＊＊＊（－７．４）－０．６５＊＊＊（－７．８）－０．５７＊＊＊（－６．８）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５＊（－２．１）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３（－１．３）

ｌｎｉｎｆｒａ －０．０５＊（－１．７）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３（－１．１） －０．１０＊＊＊（－２．８） －０．０５（－１．５） －０．０９＊＊＊（－２．５）－０．２０＊＊＊（－５．１）－０．１３＊＊＊（－３．３）－０．１２＊＊＊（－３．１）

ｌｎａｍ　 ０．２６＊（２．０） ０．２７（１．６） ０．７９＊＊＊（３．１） ０．０３（０．２） ０．３３（１．６） ０．７７＊＊（２．４） －０．１０（－０．５１） ０．４７＊（２．０） １．３１＊＊＊（３．６）

ｌｎＡＰ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１（－０．１）

ｌｎＡＭ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３（１．５）

ｌｎＡＪ －０．０７＊＊＊（－２．８） －０．０７＊（－２．１） －０．１２＊＊＊（－３．４）

ｃｏｎｓ　 ５．９８＊＊＊（３．５） ５．５１＊＊＊（３．２） ７．８６＊＊＊（４．３４） ２．３９（１．１０） ２．３９（１．１０） ４．９９＊（２．１９） ５．１６＊（２．１２） ３．１０（１．２６） ６．８３＊＊（２．６５）

Ｒ２　 ０．３６　 ０．３６　 ０．４２　 ０．３４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８　 ０．３７　 ０．３７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利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我国２６０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分析
了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产业集聚与城市工业污染排放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生产性服
务业行政垄断加剧了城市工业污染排放，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基于投入产出关联的空间规
模经济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城市工业污染减排。空间规模经济效应又称为市场外部
性，揭示了生产发展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技术溢出效应又称为技术外部性，反应了生产发展
中要素供给的作用。上述两种力量在解释城市工业污染减排的机制中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正是通过要素与市场的综合作用推动了城市工业污染减排。此外，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还有利于缓解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的抑制性作用。

　　本文的政策启示为：（１）破除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进一步放开服务业市场准入、投资
限制及价格管制，完善不适合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财税体制，尤其要减轻污
染防控技术与环保服务方案领域对社会资本的歧视性障碍。（２）各地区在制定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战略及环境政策时，应统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空间规模经济效应。

不仅要根据各地实际发展适宜的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区和优化调整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
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还要兼顾邻近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充分利
用当地与周边城市的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统筹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共同推进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以生产性服务业改造和优化城市工业结构、促进产城融合，推动城市工业发展
的节能减排。尤其在东部城市和大中型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正面的环境效应
已初现雏形，应抓住窗口机会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更好地发挥其对城市工业污染减
排的作用。同时对中西部城市与小城市，应打破生产性服务业仅为当地服务的限制性措施
与地方保护主义趋势，构筑以生产性服务链接的城市污染治理推进机制，以发挥生产性服务
业的空间规模经济效应。（３）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对城市污染减排作用显著，政府应鼓励互补性
和关联性强的产业集聚，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与深度融合，以更好地发挥
产业间的知识与技术溢出效应对城市工业减排的作用。

　　本文还得到了暨南大学校级课题“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协同创新中心”和“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政策体系研

究”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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